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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陈子烨　 李　 滨

　 　 【内容提要】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

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

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

利益的基础。 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

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全球

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

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

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 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

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

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

升。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

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 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
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

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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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战成为世界的焦点。 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这场贸易战

的导火索，但科技领域却成为这场贸易冲突的焦点。 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的依据是其公布的《对华 ３０１ 调查报告》。 在该报告中，美国主要指责中国在科技方面对

美国企业“不公平”，包括利用国家力量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及“偷窃”知识产权等，并

认为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为此，美国除了对中国输美产品（相应部分

涉及《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中的产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外，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

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各种理由实施定点“打击”。 先是对中兴通讯公司实施出口禁令，后

是伙同加拿大扣留华为公司高管，并将华为等一些高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

单”。 虽然中国展现出很大诚意来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回应美

国关切，但美国在中美贸易磋商与谈判中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引致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从美国在《对华 ３０１ 调查报告》中的指责、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和在谈判外采取的针对中

国高科技公司的行动都表明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而在于趁早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 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一场中美未来高

科技产业竞争之战。 尽管中美之间近期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美国继续对中国

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遏止、阻止中国全球分工地位上升及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不会变

化。 为什么美国如此忌惮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由于技术落后和缺乏市场控制力，

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外围，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分配中收益微薄。 中国的经济发展

曾是典型的依附式发展。 为摆脱这种发展困局，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科技和开拓海内

外市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正因如此，才引起包括

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焦虑与担忧。 这种紧张与焦虑的原因必须从生产全球化及由

此带来的新的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寻找。 要分析新的

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就不得不从理论上追溯至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将历

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国际层面的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它曾深刻地分析了传统国

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特征以及不发达国家在其中的依附地位的表现形式和后果。

本文将在回顾依附论的基础上，沿着依附论提出的理论线索，分析生产全球化下依附

的新形式，并以此从理论层面分析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以及中国在美国极限施压条件

下坚持在发展权利上不让步、不妥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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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附理论及其阐述的依附形式

依附理论是流行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主要来自拉美的一些左翼学者

探究不发达国家落后根源及发展战略的理论。 “依附”是依附论解释外围国家落后根

源的核心概念。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曾给出了较为清晰

的定义：依附表示这样一种状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所依附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和

扩张的限制。 两个或是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

赖关系被认为呈现出依附形式，当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维持和扩展自身的发展，而

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维持和扩展则仅仅是对前者的扩展的反映。① 从上述定义可

以分辨，“依附”是对外围国家国际生产关系的一种描述，它将外围国家的内部情况看

作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外围的不发达是中心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一种结果和一部

分，并且是其必要的和整体相联系的部分。

依附论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② 这主要是因为依附论使用的基

本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相吻合，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方法具体应用于国际层面的理论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从生产出发来分析社会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

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

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

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

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这段话表明，人为了生存首先必须

进行生产，因而生产必然成为社会分析的起点。 随着生产的发展，它越来越表现出

社会化的特征，人们在这种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结成一

定的生产关系，因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便成为分析的基础。 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

·３２·



①

②

③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５８ 页。

国外对依附理论的研究通常将依附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以普雷维什等学者为代表）区分开，后者并不

具备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征。 参见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Ｐａｌｍａ，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ｉｎ Ｄｕｄｌｅｙ Ｓｅｅｒｓ， 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ｔｄ．， １９８１， ｐｐ．２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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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是抽象的研究，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他指出：“说到生

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因而，好像只要一

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

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①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种社会

化生产出发，以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形式———生产关系为分析基础来研究人类社会

规律的。

依附理论正是将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国际层面的理论产物。 首先，依附

论从国际生产出发来探究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在交往比

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②如同国内的社会

化生产一样，国际社会也存在分工即国际分工，各民族在分工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

即国际生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

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③ 这表明生产力水

平是决定各民族国际分工地位的根本因素。 依附理论正是通过提出“依附”概念来分

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以此来解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 安德烈·弗

兰克（Ａｎｄｒｅ Ｇ． Ｆｒａｎｋ）曾提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生产关系就类似于

国内资本主义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 不发达国家像工人受到资本家剥削一样受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④ 这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

另外，依附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对

历史上的依附形式进行了区分。 曾有依附论学者指出：“用外部动力取代内部动力是

一种舒服的做法。 如果这种取代是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研究整个进程中每个运

动的辩证关系，而可以用一个抽象的总公式来驱动对各种具体形式的研究了。”⑤这表

明依附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具体的表现形式，不能用统一的抽象的公式来

套用。 正是如此，多斯桑托斯依据不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基本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

主义中心经济关系类型及其对外扩张方式、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国家的内部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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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类型粗略归纳了历史上曾存在的三种依附形式。①

第一种是殖民地依附。 它的主要特点是与殖民主义国家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

主要通过贸易垄断、辅以殖民垄断来主导欧洲和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② 殖民统治

使得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独占殖民地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并使得殖民地逐

渐形成以欧洲和世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结构。 例如，葡萄牙统治下的巴西面向世

界市场的需求经历了红木时期、蔗糖时期、黄金时期等。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

工业原料和粮食作物的需求快速上升，同时西欧的大量工业品需要海外市场。 殖民地

则成为廉价原料来源和商品倾销市场。 由此“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

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

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③ 这种经济依附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正

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

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

第二种是“金融—产业”依附。 这种依附形式在 １９ 世纪末得到巩固，它的主要特

征是大资本在霸权中心占据支配地位，并通过向满足霸权中心消费的原料和农产品部

门投资来对外扩张。 由此，在依附国国内形成了专门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⑤ 这种

依附形式与当时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变化及其对外扩张的方式有密切关系。 １９ 世纪

末，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内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并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对外扩张，

大量“过剩资本”投向依附国的原料和农业部门，在依附国建立起受中心金融资本控

制的以满足中心国家需求的生产结构。 这种生产结构往往以严格的专业化和地区单

一化为特征。 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造成的依附关系时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

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

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⑥ 他举例道：“最近 ２５ 年

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资约 ４０ 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 ３ 个国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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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 ４６％。”①由此形成中心对边缘的“金融—产业”控制，受中心金融控制的依附国

因此成为工业原料产地、工业品倾销地和投资场所。

第三种是“技术—工业”依附。 这种依附形态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
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公司开始向那些面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② 从

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国家主导和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发展战略一度成为发展中国

家的主流选择。 这些国家从外部进口国内无力生产的设备、中间品以及加工原料进行

工业化。 但这种购买受到两重限制：一方面，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出口部门的创汇有

限，无法通过购买进行进口替代，而且这些传统的出口生产部门及其生产关系的存在

以及相应的寡头政治妨碍着工业替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公司掌握着专

利，它们不愿通过国际市场出售这些产品，往往要通过资本形式入股发展中国家进口

替代企业或让其高价使用。 由此带来三个问题：其一，跨国公司控制着当地经济，并把

大量的收益汇出，影响着依附国的积累。 其二，技术和专利产生的大量费用使得发展

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更趋恶化。 其三，为解决外汇不足而进行的国际融资附加了大量

条件，这些条件要么有助于西方公司获得额外的优惠进入相关国家，要么使发展中国

家被迫购买不需要的西方产品或不适用的技术，或要求投资于效益不高的产业。③ 这

些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替代性工业产品举步维艰，成本巨大，受制于西方跨国公司。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依附国缺乏技术，由此造成发展进程受制于人。
对于依附带来的发展结果，早期依附论持悲观态度，认为依附状态下的外围国家

难以获得工业化发展。 改良依附论则认为在某些条件下一些外围国家可能获得依附

式发展。 费尔南多·卡多佐（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 Ｃａｒｄｏｓｏ）提出了“与依附相联系的发展（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④指出外围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不再局限于贸

易，还表现为中心对外围的直接工业投资，外国的利益日益根植于面向国内市场的工

业部门，这使得“在垄断工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依附与在欠发展条件下的依附具有不

同的意义。 从生产体系的分化程度来看，这一条件可能产生较高的发展指数”。⑤ 随

后，彼得·伊文斯（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创造了“依附式发展（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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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核心内涵是：依附式发展是依附的特殊形式。 一方面，它没有抹杀中心与外围的

矛盾，不是对依附的否定，仍然是建立在国际不平等分工、国际不平等分配以及以中心

国家为经济动力和垄断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它是少数外围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发

展产物，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本地资本和国家之间“三方联盟（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的形成是依附式发展出现的根本因素。① 这种联盟形成的实质是外国资本在一定程

度上分享控制权和利润的过程，这种妥协是需要诸多特定条件的。 伊文斯详细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巴西的依附式发展，从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良好的

投资环境；二是具备一定竞争力且拥有地方优势的本地资本；三是国家通过建立国有

企业直接参与经济运行和用行政手段对外国资本施加一定压力。

依附理论为我们研究当今国际分工以及各类国家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

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新的依附形式以及相关国家的依附式发

展，并由此来分析中美贸易冲突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

三　 经济全球化下的依附新形式：“技术—市场”依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依附理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特色而遭到

各种贬损，逐渐式微，但它从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遭遇的

种种外部限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国际分工中造就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因

此，依附论关于国际分工及其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只是

它提出的发展战略存在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基本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

经济类型及扩张方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变化，依附的具体形式也

呈现新的特征，即“技术—市场”依附。 它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和非股权经营安排向外扩张，由

此造就了以全球生产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 在这种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达国

家跨国公司凭借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终端的垄断优势成为生产链的主导者，并获得高附

加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高度依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的关键技术和市场终端，不

得不接受来自它们施加的各种规则、标准以及其他不平等的交换条件，往往从事低附

加值环节。 正是这种“技术—市场”依附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收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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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远不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即使与自身水平相比有所增长，也是缺乏自主性和

稳定性的依附式发展。

首先，世界经济的基本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 １９９６ 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首次正式

使用“知识经济”的概念，并指出嵌入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中

心，经合组织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① 知识经济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知识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和资源，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的生产要

素和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发

生了转变，从工业时代以追求大规模的资本、资源和劳力为中心转向对人才资源和无

形资产的投入，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具有

智力优势、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和国家往往能够在国际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巨

大财富。

其次，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并通过大规模对外

直接投资（ＦＤＩ）和非股权安排方式积极地对外扩张。 据统计，近 ４０ 年间，发达经济体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和存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流出流量从 １９８０ 年的约 ４９３ 亿

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约 ５５８４ 亿美元，增长约 １１ 倍，存量则增长了约 ４７ 倍。 而且，无

论是流出流量还是存量，发达经济体都占据了重大份额。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年，发达经济体

ＦＤＩ 流出流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 ７０％及以上，流出存量的比重更是高达 ８０％以上。②

这表明发达经济体是对外直接投资和推动生产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另一种重要的西方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方式是非股权经营安排。 国际生产综合

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

会选择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 当缺少其中的某类优势时，则会选择出口或

技术转让。③ 非股权经营安排正是跨国公司介于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一种经营模

式，跨国公司通过合同协议而非股权来获取对东道国企业的某种控制。 它的具体形式

非常多样，包括合约制造、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 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通过合约对东

道国企业进行控制，主要是依靠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对市场的控制力。 承诺非股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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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够获得其专有技术、进入其内部市场、享受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等是跨国公司议

价能力的主要来源。① 非股权经营安排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大规模发展起来。 据

估算，２０１０ 年非股权经营生产的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 ２ 万亿美元，与之相比，跨国公

司外国子公司出口约为 ６ 万亿美元。② 该数据只包括了非股权经营模式普遍存在的

重要行业，因此实际发生的数额更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非股权经营模式在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中占有更重大的份额。 例如，越南 ９０％的棉花和鲜奶、５０％的茶叶和 ４０％的

大米都是通过订单农业生产的。③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

向出口导向战略。 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束，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模式下遭

遇发展危机，加上苏联体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的盛行，在发达国家的诱导和迫使下，以市场主导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

战略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④ 这种发展战略下，发展中国家必然与外部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外资的进入也以包容性优惠政策

为主。
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刻变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形

式和基于这种分工之上的新的依附形态。 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即全球生产链⑤分工。
与以前的国际分工形式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散化。
全球生产链分工突破了过去的产业 ／ 产品间分工，是一种产品内分工，即同一产品的

不同部分和工序 ／ 环节的分工。 而且这些不同的生产环节又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

界，分散在世界各地，由此形成全球生产链式的分工形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

深度参与了全球生产链分工。 图 １ 显示了 ２０１７ 年世界各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指数（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⑥ 它衡量了一个国家参与跨国生产的程度，由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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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ｐ．１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１＿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ｐｐ．１３２－１３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１＿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ｐ．１４０，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１＿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４９—３５０ 页。
与“全球生产链”相似的概念还有“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 “全球商品链”等。 这些概念分别强调

生产全球化的某一方面特征，但是它们的核心内涵之一都是强调当今跨国生产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点。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是由罗伯特·库普曼等学者构建的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高低的指数。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Ｇ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Ｄｕｅ：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６４２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ｂ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１６４２６． ｐｄｆ，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两部分相加构成，其中前向参与度是指一国增加值在其他国家出

口中的比例，后向参与度是指一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例。 根据图 １ 数据，２０１７ 年

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参与度均超过 ５０％，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

的参与度也超过了 ４０％。 这表明全球生产链分工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

形式。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世界各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３－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８＿ｅｎ．ｐｄｆ，访
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

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①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基础之上必然会形成新的依附

形式。 这种新依附形式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技术—市场”依附。 全球生产链分工

的形成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扩张的必然产物。 跨国公司通过股权或

合约获得了对其子公司或非股权合作公司的某种控制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生产系统。
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地将生产分布安排在资源能够得到最佳配置的地区，全球生产链分

工逐渐发展起来。 跨国公司作为这种新的分工方式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自然地成为其

主导者，因而全球生产链分工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体系。 无论是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还是非股权安排，跨国公司能获得这种支配权的根源在于其所有权优势，主要表

现为技术垄断优势和对市场终端的控制力。 因此，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成为决定不

同生产者在全球生产链中地位的根本因素。 这两种主要因素对应了两种类型的全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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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 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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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产链。 加里·格里菲（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曾经依据形成动力的不同将全球商品链分

为生产者驱动型（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ｄｒｉｖｅｎ）和购买者驱动型（ｂｕｙｅｒ⁃ｄｒｉｖｅｎ）。 生产者驱动型主

要存在于电子、汽车、飞机等资本 ／ 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购买者驱动型主要存在于服

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① 所谓生产者和购买者，其核心竞争力正是技术实力

和市场能力。 在这两类不同的全球生产链中，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依附形式和依附

特征。
技术依附主要存在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生产链中。 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跨国公

司凭借核心技术垄断优势建立和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技术

落后受到跨国公司的技术统治，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仅能获得较低的附

加值。
以全球智能手机的生产链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生产链。 图 ２ 是当

前智能手机全球分工生产简图，在该分工中苹果和三星公司凭借对智能手机核心技术

的垄断成为生产链的领导者，主要负责研发设计，而具体的硬件和软件则由不同技术

领域的供应商提供，例如谷歌提供安卓移动操作系统。 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加工和组

装环节则通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 从 ｉｐｈｏｎｅ ７ 全球生产链的最终价值分

配来看，作为生产链中心的苹果公司几乎获得了一半左右的价值份额，为其提供知识

产权许可和材料的供应商捕获了余下的大部分价值（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而
中国劳动力仅分得 １％。② 这种极度失衡的价值分配主要是跨国公司通过制造竞争、
威胁撤单、提供技术援助等多种手段威逼利诱发展中国家企业接受各种苛刻和不利的

交换条件的结果。 支撑这种强大议价能力的力量根源是其技术垄断优势。 根据美国

专商局数据库统计，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的首次申请中，全球智能手机

的两大领导企业三星电子（１２３９ 项）和苹果（８１０ 项）位列前二。③

除了专利垄断优势，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标准垄断优势。 过去，产品和

产业技术的复杂度相对较低，技术标准也多采用已经广泛普及的技术，而随着产品和

产业技术难度的提高，现在的技术标准基本由专利技术组成，并且主要建立在专利池

而非单项专利的基础上。 这使跨国公司在技术专利优势基础上获得了技术标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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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ｙｅｒ⁃Ｄｒｉｖ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Ｈｏｗ Ｕ． Ｓ．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ｓ Ｓｈａｐ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ａｎｄ Ｍｉｇｕｅｌ Ｋｏｒｚ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ｅｄ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９４， ｐｐ．９５－１２２．

ＷＩＰＯ，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４＿２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数据来自 ＷＩＰＯ，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４＿２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又通过结成标准联盟成为标准垄断者。 一方面，技术标准日益集中在跨国公司手中；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分散化使得标准相对于以前的生产具有了格外重要的作用，不

同部件和环节之间的兼容需求迫使生产者必须以统一标准生产。 垄断技术标准是跨

国公司获得生产支配权的利器，它迫使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要向多个公司

的打包专利支付高昂费用或购买其相关的生产设备才能进行符合标准的生产。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智能手机的主要标准主要掌握在高通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为

它们带来了巨额的技术许可收入。 有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诺基亚的技术许可收入达 １０

亿美元，爱立信为 １２ 亿美元，高通公司则高达 ７６ 亿美元。① 除了通过专利和标准垄

断优势直接获利，跨国公司还凭借这种技术优势地位迫使依附企业接受含有垫付、长期

结算等内容的不公平合约来获利。 有学者在一项关于苹果公司的研究中将其所得的一

部分价值称作“暗的价值（ｄａｒｋ ｖａｌｕｅ）”，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对雇佣劳动、再生产劳动和

环境破坏的少付获得的。②

图 ２　 智能手机全球生产分工示意

资料来源：ＷＩＰＯ，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７， ｐ．９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４＿２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注：图中实线表示零部件的流动，虚线表示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流动。

市场依附主要存在于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 它的主要特征是，在跨

国公司凭借对市场终端的垄断优势建立和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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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 ＷＩＰＯ，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４＿２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Ｄａｒｋ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８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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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市场渠道和市场营销资本与能力而受到跨国公司的市场统治，在生产中处于

从属和依附地位，在增加值分配中仅占有很少的份额。

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在全球的经营是一个通过垄断市场渠道来逆向控制依赖其

销售的生产者的经典案例。 沃尔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数千家门店来铺开和控制

零售渠道，并采用在全球市场进行大采购的经营方式来获得对供应商的巨大议价权。

沃尔玛吸引消费者的一个优势是“每天低价”，通过低价不断吸引消费者，巩固和扩

展其零售渠道，而这种低价主要是通过压榨上游供应商获得。 由此沃尔玛进入良性

循环，能够持续获得生产链中的大部分利润份额。 据统计，２０１６ 年沃尔玛营收高达

４８５８．７３ 亿美元，其中有 ２４．３％来自其在海外市场的经营，在全球零售商排行中居于

首位达 ２０ 多年。① 目前全球零售业百强几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发展

中国家企业由于缺乏进入世界市场的渠道、经验和驾驭能力，不得不依赖类似沃尔玛

的全球大买主并受其支配。

在现实中，技术依附和市场依附往往是并存的。 一方面，在实践中生产者驱动型

生产链和购买者驱动型生产链的划分难以泾渭分明；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

激烈，对市场终端的控制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而由于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跨国

公司必须重视营销环节以快速回笼资金。 因此寻求“技术—市场”双垄断成为很多跨

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而处于“技术—市场”依附则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

链分工中的常态。 有数据表明，描述全球生产链价值分配失衡的“微笑曲线”正在不

断加深。② 这说明主要控制着“微笑曲线”两端生产环节的跨国公司获得的相对收益

更多，而处于中间生产环节、主要从事组装和粗加工的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份额进一步

下降了。 据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在全球 １９ 个制造业生产链的总产值中，无形资本收

入所占份额的平均值为 ３０．４％，约为有形资本收入的 ２ 倍，其实际总收入增长了 ７５％，

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５．９ 万亿美元。③ 而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掌握的。

从国家层面的数据看，２０１７ 年发达国家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平均份额为 ３２％，发展中

国家则为 ２８％。 但发达国家的数据由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内部贸易数据的重复

计算而被高估。 在日本和美国这种重复计算较低的发达国家，其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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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４＿２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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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分别为 ２１％和 １３％，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东亚和东南亚

国家（３４％）以及中美洲国家（２９％）。① 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积

累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国际生产发展出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依然存在。
正如罗伯特·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所言：“虽然核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的地理和工业

部门的含义变得日益混淆不清，但是，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危机突出

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别，证明它们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②

“技术—市场”依附使得大部分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微薄

的增加值，由此陷入“发展资金不足—技术和市场能力落后—继续在生产链分工中沦

为依附地位—只获得少量增加值”的恶性循环之中。 有些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出现了广泛的被俘现象。③ 这里的被俘是指发展中国

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与领导跨国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俘获型。④ “被俘”与“依
附”在本质上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生产地位的相似描述。 但对于某些发

展中国家来说，处于“技术—市场”依附结构下并不代表不发展，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可

能获得依附式发展，即在参与全球生产链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的工业化发展。 而能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依附式发展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府能力、投资环境、本地资

本的实力等多方面的实际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全球生产链分工基础之上的

“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相比过去的历史依附结构给予了发展中国家更多实现相对工

业化发展的空间。 因为全球生产链分工这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为生产力水平较

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机会。 而且，由于各国的生

产环节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一起，凝聚于同一产品内，使得跨国公司利益与发展中

东道国的利益也部分绑定在一起。 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分工

过程中更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知识培训等以帮助其更高效地完成

生产任务。 《世界投资报告》中的一些数据验证了这种趋势。 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

球生产链分工可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 据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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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３１ 页。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Ｌｏｃ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ＤＲＵＩ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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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２００５， ｐｐ．７８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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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最快的 ３０ 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增长率比参与度

没有增长的国家的高 ２．６％。① 而且发展中国家产业中的关键出口公司可能通过当地

采购拉动本地企业，形成了额外增加值（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另外，还可能获得一

定的就业增长、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
然而，依附式发展依然保留着依附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和

自主性。 第一，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生产链分工具有一定的游移性，这使得参与其

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波动，是一种不稳定的发展。 由于跨国

公司常在国家之间转换生产，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生产链中最简单和低附加值任务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搬迁成本往往比较低，因此被替代的可能性很大，订单从一个国

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常有的事。 这种生产转移很可能对处于依附式发展模式中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冲击。 此外，全球生产链中的“牛鞭效应”会使得世界市场需求

的波动振幅沿着链条得到强化，这将对处于生产链末端的分包商（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造成

更大的损害。 这种分包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是最有可能被削减产量的边缘生

产者。 例如，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珠三角地区的数千家代工工厂倒闭，大量

工人失业。
第二，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所获得的增加值多寡、就业机会多少、

技术和知识的转移程度、产业升级的机会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跨国公司的具体决策

决定的，因此其依附式发展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跨国公司制约的，
是一种不自主的发展。 例如，在技术学习方面，有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扩散

和知识转移范围与方式主要取决于其治理模式。 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整体上处于所

谓俘获型价值链中，它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依赖于领导跨国公司谨慎的知识转移，
因此往往被限制在诸如组装等狭窄而简单的生产任务环节。②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

级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限制。 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试图进行更多技术模仿甚至自主研

发或者寻求拓展市场以向上攀升时，往往受到领导跨国公司的刻意压制和威胁。 例

如，通过制定更复杂的产品标准、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或者威胁撤单等手段使发展中

国家企业丧失自主创新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和主动性。 在出口增值能力方面，由于很

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生产链获得的国内增加值的很大份额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

司及附属公司产生的，因此其具体捕获的价值量也受到其决策的影响。 跨国公司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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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汇回的利润和利润再投资的份额。 此外，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可能会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捕获。 全球生产链的扩展同时也扩大了跨国公司操作转移价格

的空间。 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国内增加值的约 ４０％都可能会受到转移价格操纵的影

响，可能面临增加值泄露的风险。① 无论是利润汇回还是转移价格都有可能造成发展

中国家的“价值泄露”，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本就微薄的增加值收入被

进一步削减。

“技术—市场”依附在造就经济依附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政治依附。 在国际政治层

面，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也主导着各类国际

制度的制定，而处于生产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则经常被动地接受这些国际制度的

约束。 例如，为了进一步巩固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曾在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的谈判中要求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延长保护期限，拓宽保护范

围。 在国内政治层面，发展中国家中那些受益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阶层则积极推动

国内政策的调整以适应“中心”的要求。 比如，发展中国家对内放松市场管制、对外

施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已经成为主流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发达国

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中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相

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取消诸多对外资进入限制的要求。 政治依附是维持和加强经济

依附的主要力量，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依附的恶性循环。 同时政治力量也是打破

依附循环的主要力量，中国近年来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努力和成就正是一个典型的

例证。

四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

此次中美贸易冲突本质上就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冲突。 这一冲突

的根源在于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生产链分

工中的地位及其经济与政治利益。 这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发端于技术遏制就可以窥

见一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美国政府以贸易“不公平”为由正式对中国发起“３０１ 调查”，随后发

布了《对华 ３０１ 调查报告》。 整个报告的核心主要围绕技术和知识产权。 一方面，美

国指责中国通过种种歧视性或非法手段获取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利用政府力量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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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ｐ．１５６，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３＿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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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企业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在政府指导下对美国企业进行系统性投资和收购

以获得顶尖技术和知识产权、通过非法入侵网络“窃取”知识产业和商业秘密等；另一

方面，美国认为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技术发展模式以及近年来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和

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均展现了中国不一般的雄心，即不仅要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主导国

内市场而且要扩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美方细数了多份以《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为代表的

技术发展战略文件，认为其焦点均是如何通过一些“不当”手段获取外国技术。 上述

种种都是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将削弱美国的技术控制和竞争优势。① 据此，美国

率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对美投资。 美国此次征税的商品领域主要

包括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航空及高铁装备等领域，这些领域恰恰都

是《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中提及的要大力推动重点突破的领域。② 无论是从对华贸易调查

报告的内容看，还是从美国所采取的实际贸易制裁措施及在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看，

其核心目标都是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 美国一些高官甚至已经公开承认，美国对中国

发起贸易调查就是要延迟《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计划。③ 在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将矛头直接

对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例如，２０１８ 年，美国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

制政策为由，宣布在未来 ７ 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提供技术性中间产品。 ２０１９

年，美国又将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上述种种皆表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目标在于趁早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势头。 美国之所以不惜挑起贸易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的根源需要从中国在全球分

工过程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角色变化的可能性中去解释。

如前文所述，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下，发展中国家处于“技术—市场”依附状

态，只能获得依附式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带有浓重的“技

术—市场”依附色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曾高度依赖外国技术，

缺乏自主技术。 １９９５ 年中国对外技术依赖度达到 ７５．７４％，２００２ 年前一直高于 ５０％。

如果考虑到通过国内技术交易从在华外资处获取的技术，这一数据还将有所上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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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ＵＳＴ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ｃ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０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ｕｓｔｒ．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３０１％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中提及的重点突破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

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

能医疗器械。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８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这一说法来自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参见 ｈｔｔｐ： ／ ／ ｐｉｔ．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８０３３０ ／

５７１８４７６３＿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范建亭：《开放背景下如何理解并测度对外技术依存度》，载《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４８—５０ 页。



其二，中国经济发展曾高度依赖世界市场。 １９９５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度约 ３８％，加入

ＷＴＯ 之后更是快速上升，在 ２００６ 年一度攀升至约 ６４％。① 在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和世

界市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以来通过承接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参与国际分工，扮演

“打工仔”的角色，其收益与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只能称残羹冷炙。 但在中国独特的

政治和经济环境条件下，相较改革开放前，中国获得了较好的依附式发展，实现了不

俗的经济增长。
然而，依附式发展并非长久之计，也与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不再适应。 因为只有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得到切实提高，从全球生产链的中

低端迈向中高端，这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这就要中国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积极开拓

海内外市场，以摆脱“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的束缚。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转型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正在从过去全球分工生产的从属角色向自主角色过渡。
在科技方面，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整体科技水平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水平的显著提

升，并在一些高技术产业领域实现了技术自主，部分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 图 ３ 为

中美整体科技竞争力指数②对比，我们可以直观看到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整体科技竞

争力一直稳步上升，虽然与美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从具体技术和产业领域看，中国在部分生产环节实现了自主技术替代，在一些高

技术产业领域占据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份额，甚至成为全球领跑者。 例如，在通信领域，
中国在全球 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申请中占据 ２８％的份额，居于全球首位；韩国和美国紧

随其后，分别占比 ２４％和 ２２％。 在相关企业排名中，中国华为公司以拥有 １６９４ 项标

准必要专利，排名第一，超出美国高通公司 ３６２ 项。③ 这意味着中国在 ５Ｇ 国际标准的

制定中拥有了话语权。 同时，华为还在全球智能手机领域成为与苹果和三星并驾齐驱

的生产链领导企业。 有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华为以 １８．６％的市场份额超过苹

果公司，居世界第二。④ 不仅如此，近年来华为手机已经开始用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

逐步代替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芯片。 对西方技术垄断的突破同样出现在面板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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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通常是指该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５６、３３７ 页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该科技竞争力指数是根据熵值法确定一系列科技竞争力指标的权重，利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对体系中的各因

子影响进行赋权，经标准化处理得出的最后指数。 指标主要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科技财力资源竞争力、科
学研究竞争力、技术创新竞争力、科技国际化竞争力五个一级指标和全时当量研究人员、研发经费支出、专利申请

与授权数、技术出口额等几十个二级指标构成。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中美科技竞争力评

估报告 ２０１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０—１５ 页。
王怡轩、薛钰：《５Ｇ 标准必要专利布局分析》，载《中国发明与专利》，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８—２９ 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ｄｃ． ｃｏｍ ／

ｐｒｏｍｏ ／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 ／ ｖｅｎｄｏｒ，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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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美科技竞争力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中美科技竞争力评估报告

２０１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５—１６ 页。

国京东方（ＢＯＥ）已经建成了全球第二条量产的新一代柔性屏幕生产线，打破了三星

长期以来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目前华为手机全球生产链中的显示屏也主要由京东

方提供，中国的科技企业正有联盟趋势，这为中国日后摆脱在全球生产链中被技术锁

定的状态奠定了基础。

中国取得的上述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其对研发和人才规模的重视。 中国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支出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９５．６６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７６０６．１３ 亿元。① 研发强

度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８９％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１１％，这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

研发强度。 如 ２０１６ 年美国、英国、德国的研发强度分别为 ２．７４％、１．６９％和２．９３％。②

同时，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 ２０００ 年的９２．２１

万人年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０３．３６ 万人年。③

除了科技进步，中国在市场控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据此开始在世界市场发挥重要影响

力。 中国进口总额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４８７．１２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５４７３．１２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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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 页。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第 ２７８—２７９ 页。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第 ４ 页。



占世界的比重从约 ５．１％升至约 １０．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美

国 ２０１８ 年进口总额约占世界的 １２．８％）。① 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市场

的依赖程度较过去有了大幅上升。 相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却整体

上呈相对下降趋势。 ２０１０ 年，中国出口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率为 １８．２％，此后几乎逐

年下降，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４．３％。② 这为中国企业掌握市场销售终端奠定了重要基础。 依

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中国零售企业开始跻身全球前列。 据《２０１８ 全球零售力量报

告》统计，２０１６ 年共有京东、苏宁等 １４ 家中国零售企业进入世界前 ２５０ 强，且以唯品

会和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增长率排名中位居第一和第三。③ 中

国企业在世界零售市场的控制力正逐步上升，正在摆脱过去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依附

状态。

技术和市场自主控制使得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依附地位得到改善，议价能力有

所提升，正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转型。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出口增值能力的提

升。 有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中国总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中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增加

值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提高了 ９３ 美元、１０１ 美元和 ５５ 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全

球生产链分工中的收益增长。 而且，从不同贸易类型的出口增加值增长潜力看，货物

贸易出口要高于服务贸易出口，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转

型。④ 此外，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⑤也呈现上升趋势。 据

统计，自 ２００６ 年以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开始上升，从－０．１１ 逐年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０．０８。⑥ 而且这种上移并非依赖自然资源类的出口，而是有赖于制造业在

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上移。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 ２０１４ 年创造新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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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商务部：《２０１９ 年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第 ３ 页，ｈｔｔｐ： ／ ／ ｇｖ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ｂ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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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０．０１１４。①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全球分工生产中地位的上升是技术自主能力

的加强带动的。

更能直观反映中国在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中地位改善的实例是中国在此次中美

贸易冲突中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并未过多妥协，也并未遭受重大经济冲击。 这说明中

国经济的依附性已经大为减弱。 一方面，美国的加征关税政策并没有严重冲击中国在

世界生产中的地位。 从美国对华征税的两批商品的出口表现来看，第一批 ５００ 亿美元

清单商品及相关商品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７ 月的出口总额为 ２６６０ 亿美元，同期上升 ４．３％。

其中，约 ４０％的商品实现了出口转移，即对美出口下降但是出口总额上升，约 ２４％的

商品不仅实现了出口总额上升而且对美出口额也出现增长。 还有约 ５％的商品虽然

总出口额下降但是对美出口却逆向上升。 第二批 ２０００ 亿美元清单商品及其相关商品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７ 月的出口总额为 ５３５３ 亿美元，同比上涨 ０．０１％。 其中，约 ３２％的商品

出现出口转移，约 ２４％的商品实现出口总额和对美出口额同步上涨。② 由于第一批商

品征税时间早于第二批，因此中国寻求出口替代的进程也更顺利。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

看，美国征税政策几乎没有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致命打击，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份额一

定程度上被对欧盟、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上升消解了。 另一方面，在贸易

冲突的影响下外资并未大规模撤出中国。 中国广阔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良好的基

础设施使得其对跨国公司具有一定的反制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生产链从

中国转移出去的游移性。 目前，虽然出现了部分跨国公司将工厂迁至越南等人力成本

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现象，但是这种转移受到一定限制。 因为东南亚的工人素

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建设等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 即使是技术要求较低的服装业，

也难以做到高效便利的采购原料和运输，成品质量也较为粗糙，遑论技术要求较高的

其他制造业。 由于产业链的完备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稳定的政治和充足的人才与资

金，在短期内是难以替代的。 因此，即使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也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生产外移，并未对中国的代工企业造成重大冲击。

中国摆脱“技术—市场”依附式发展与美国维护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一个充满

冲突的过程。 中美贸易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也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

国近年来对西方技术垄断的部分突破、在世界市场中驾驭能力的提高以及在全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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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分工中地位的改善表明其正在突破“技术—市场”依附式发展的过程中。 这种突破

与转型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物质基础，是中国必然经历的选择。 然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认为这一过程“威胁”到其链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引发了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焦虑与担忧。 因为尽管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在世界市场中

的地位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让美国担忧的不仅是

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更是支撑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模式，因为这是

使中国取得让西方世界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和成果的制度性原因。 因此，美国作为既

有的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必然要将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遏制住以维护其原有的优

势地位，继续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维护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

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的突破以及国际生产中地位的上升趋势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主要

原因。 这背后是对其经济主宰和政治霸权地位可能丧失的焦虑。

五　 结论

如同国内生产分工一样，国际分工过程中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既是国家间经济利

益分配的基础，也是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 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是认识当下中美贸易冲突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依附论学者所描述的依附地位，其依附

的具体形态取决于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扩张特征以及各国国情，即使发

展也呈现出一定的依附式发展的特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跨国公司在发

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和非股权经营安排，西方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垄断和市场垄

断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并控制着全球生产链。 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

于缺乏关键技术和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能力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在这种“技术—市场”

新型依附形态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获得了全球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附加值，而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仅获得少量的附加值。 极度失衡的价值分配使得参与这一分工的发展

中国家难以获得发展，即使发展，由于技术与市场受控于发达国家也只能是依附式

发展。

中国曾经是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实现依附式发展的典型，并且由于中国自身的特

点以及制度优势成为这种依附式发展的“翘楚”，①但这种依附式发展缺乏稳定性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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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难以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 中国必须逐渐从依附式发展转向自主式发展，才能

真正实现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物质基础

之一就是从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这种跨越首先需要突破当前的

“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的束缚。 中国近年来通过自身努力在技术上打破了西方部分

技术垄断，在世界市场上提升了话语能力，改善了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从属地位。 这种

发展势头触动了过去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的神经。 作为当前国际分工

结构的维护者，美国必然要抑制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以维护其政治霸权的

物质基础。 两国相左的利益诉求势必发生冲突，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所在，也是

科技战成为贸易战焦点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是中美高技术产

业之争，是事关中国发展权之争。

美国对中国正当发展权的打压体现出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心态。 中国的发

展已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也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并

且中国一直且反复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方针和永不称霸的原则，积极倡导并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这是写进中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承诺。 可以说，中国

已经向世界承诺了不会积极寻求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霸权国，中美之间完全可

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利益纠纷。 但是美国一些政客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以压

制中国的正当发展权为贸易冲突解决的方向与目标，这体现出其霸权主义的心态。

为此，中国必须做好迎接美国对中国发展长期打压的思想准备。 过去中国依靠自己

的制度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过渡，将来中国仍然要依靠自己独特的制度做好

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切实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水平，在世界舞台

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 唯有此才能够突破美国的打压，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中低

端迈向中高端，成功地实现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彻底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

化强国梦。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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